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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职业流动的影响*
 

——对苏中典型农村社区的考察 
 

张锦华 1  沈亚芳 2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江苏省扬州市卸甲镇农村社区调查数据，考察了该社区住户 20 年来的职业流动

情况，分析了家庭人力资本等因素对住户职业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该社区住户的职业流动

比较活跃，其中，非稳定的兼业阶层具有最强的职业流动性；对于低职业阶层来说，人力资本对于

其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具有最重要的影响，但对于高职业阶层来说，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则

相对较强。大力发展包括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在内的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村家庭特别是低职业阶

层家庭的人力资本水平，是促使其实现向上职业流动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人力资本  职业阶层  职业流动 

一、引言 

中国农民的职业变迁是现阶段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而人力资本对职业获得和职业

流动的影响显而易见。在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农村居民的职业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人力资本在农

户职业流动中起怎样的作用？如何促进农户职业的非农化和更稳定的职业流动？回答这些问题对农

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和顺利推进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此，本文

拟利用 2011 年江苏省扬州市卸甲镇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考察住户职业流动状况以及人力资本对住户

职业阶层流动的影响。首先，本文对该农村社区 20 年来住户职业的流动情况进行简要概括；然后，

对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经济计量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深入分析人力资本变量对住户职业流

动所产生的边际效应；最后，对全文研究进行简要总结。 

二、文献综述 

目前，已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关注包括教育在内的人力资本因素对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影响。

Manski（1992）、Johnson（2008）指出，政府的教育政策、教育组织自身的功能与结构影响了社会

流动。Lucas（2001）认为，个人教育成就的取得受到自身所处社会阶层的影响，但教育的转型和改

进有利于降低这种影响。陆学艺（2002）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经验事实证明，教育在中国社会

分层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有研究关注人力资本的不平等对社会流动的消极意

义。例如，Andrews and Leigh（2009）运用跨国数据分析了包括收入不平等、教育不平等在内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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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不平等与社会流动的关系，他们研究认为，在缺乏合理的社会矫正机制的情况下，社会经济

不平等限制了社会阶层的正常流动，并且必然导致阶层的复制。总之，社会流动和教育有着密切的

双向互动关系（Dong et al.，2009）。 

职业流动和职业阶层区分是分析社会流动和社会阶层划分的主要依据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包括教育在内的人力资本因素改变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借助于其帮助个人或家庭获得不同的

职业地位来实现的，就提高劳动者地位而言, 人力资本投资比劳动者权益保护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姚

先国、俞玲，2006）。白菊红（2004）发现，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农户从事非农产业的可能性就越大。

史清华、徐翠萍（2007）根据长三角 15 村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教育或培训是影响农户家庭成员外

出就业的重要因素。姚先国、俞玲（2006）进一步发现，文化程度对农民成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

人员和公司职员的影响最为显著，职业培训经历有助于提高农民成为公司职员和在服务业、工业和

建筑业等非农产业就业的概率。 

但是，现有的研究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首先，关于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职业流动

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Fuwa（1999）曾用多项 Logit 模型考察了菲律宾农村家庭的社会阶层流动，

发现无论对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家庭人力资本（包括父母和 10 岁以上儿童的学校受教育年限的总和）

对于非稳定的雇工家庭实现向小农场主或具有稳定非农职业家庭的向上流动都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而国内的研究往往集中于个体的职业选择，鲜见从整个家庭的角度考虑人力资本对职业流动的影响。

其次，社会流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现有的国内研究以静态分析为主而缺乏动态的跟踪分析。由此，

本文将利用最近的一套包含有追溯调查内容的农户调查数据，考察人力资本对农户职业阶层流动所

产生的影响。 

三、样本住户特征及其职业流动状况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来源于上海财经大学“教育发展与社会分层”课题组于 2011 年 8

月进行的江苏省扬州市卸甲镇农村住户调查。该镇所辖行政区域面积 122.24 平方公里，总人口 5.68

万人，下设 30 个居民社区和行政村。本文之所以选择江苏省扬州市卸甲镇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该

镇在过去的 20 年中正处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在保留一部分传统农业的同时，工业正成

为该镇重要的支柱产业，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1990 年的不足 50%上升到 2010 年的

81%，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比例由 45%下降到 15%，农村家庭的非农化职业流动相对较为充分。

课题组随机抽取了该镇 1212 个住户进行了实地调查，获得了 2010 年的住户调查数据，并利用镇政

府提供的基层普查数据获取了样本住户 2000 年和 1990 年的家庭人口、受教育水平等数据，还对样

本住户的家庭财产状况等指标进行了追溯调查，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932 户。在被调查农村社区，许

多家庭的子女通过高等教育等途径已经离开了农村，这本身也反映了农村家庭的职业流动，因此，

本文的样本住户家庭成员中也包括已经成年的子女以及在城市立足的子女。 

（一）样本住户特征描述 

鉴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考察人力资本在农村家庭职业流动中的作用，因此，必须明确包括家庭

人力资本、职业阶层划分等在内的一些基本概念。 

首先，家庭人力资本是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存量，以家庭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家庭成

员中收入水平最高的核心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来表示。其中，核心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包括核心劳

动力成员的工作经验、是否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是否接受过职业培训等内容。为了比较分析人

力资本的相对作用，本文研究中也引入了样本住户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指标。物质资本主要用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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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款、现金、非农生产性固定资产等数据来表示，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模式下，农户的农业生

产性固定资产相当平均且数量很少，因此没有计算在内。社会资本是家庭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这

里用保持人情往来的家庭状况好的亲戚朋友数量来表示，所谓家庭状况好，是指该家庭处于本文所

定义的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或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其次，需要明确样本住户职业层级的划分标准。本文把一个样本住户中收入水平最高的成员作

为其核心劳动力，依据核心劳动力的职业状况来衡量整个住户的职业层级。本文把样本住户的职业

层级分为以下几种：①纯农就业阶层，就是住户核心劳动力基本从事农业，家庭收入主要（80%及

以上）来源于家庭农业经营。②非稳定的兼业阶层，即住户核心劳动力既从事农业，又有相当时间

从事非农业活动并获得一定收入，一般是在当地或外地企事业单位打工或从事个体经营。③稳定的

非农就业阶层，即住户核心劳动力具有稳定的和相当收入水平的非农职业，基本脱离了农业生产，

包括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企事业单位中层管理者、村干部及普通公务员。④企业主及社会管

理者阶层。从该农村社区的现实看，镇级及以上的干部掌握相关资源；同时，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

私营企业主由于占有较强的经济资源，在农村社区中也具有一定的政治资源。因此，本文将他们作

为农村地区职业最高的层级。 

表 1                             分职业阶层的样本住户特征 

纯农就业阶层 非稳定的兼业阶层 
变量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各阶层住户所占比例（%） 47.65 22.33 14.15 32.14 46.19 52.88 

家庭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2.17 3.44 5.85 3.19 4.77 7.56 

核心劳动力工作经验（年） 16.17 18.22 21.12 15.09 16.35 17.12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者所占比例（%） 7.07 10.73 15.33 13.98 18.11 26.55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培训者所占比例（%） 2.34 6.44 12.19 8.14 16.17 24.99 

家庭物质资本（万元） 0.65 4.12 10.12 0.89 10.99 21.31 

家庭社会资本（人） 4.13 5.30 7.12 5.66 8.09 15.44 

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万元） 0.21 0.33 0.57 0.35 0.49 0.78 

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 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变量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各阶层住户所占比例（%） 15.09 27.11 27.34 5.12 4.37 5.63 

家庭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4.39 7.19 10.19 4.12 6.99 10.98 

核心劳动力工作经验（年） 11.04 12.11 14.32 14.12 16.99 18.32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者所占比例（%） 18.12 33.41 56.76 17.01 27.65 44.18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培训者所占比例（%） 14.12 35.88 58.24 15.33 47.76 66.12 

家庭物质资本（万元） 2.33 15.38 33.56 3.24 39.09 96.12 

家庭社会资本（人） 7.12 12.11 18.17 10.22 27.89 44.12 

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万元） 0.31 1.05 2.14 1.67 2.16 4.22 

注：除各阶层住户所占比例外，其他数据都为均值。 

表 1 中的动态比较显示，非稳定的兼业阶层和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住户所占比例上升很快，纯

农就业住户从 1990年的近 50%下降到 2010年的不到 15%，所有住户的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家庭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职业流动的影响 

 - 29 -

核心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家庭物质资本也增长很快，这反映了近 20 年来中

国农村地区的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教育事业也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与此同时，农村住户之间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分布也更不均等，纯农就业阶层与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之间家庭成年劳动力

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在 20 年间上升了 1 倍，核心劳动力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者所占比例的差距

从 11 个百分点上升到 41 个百分点，接受过培训者所占比例的差距从 12 个百分点上升到 46 个百分

点，基本上都扩大了 2～3 倍。同时，各职业阶层住户之间的经济差距也在迅速扩大，企业主及社会

管理者阶层与非稳定的兼业阶层之间家庭物质资本的差距扩大了 30 倍，农村社会经济分化的趋势日

益显现。 

（二）样本住户职业流动状况 

本文借鉴阶层流动矩阵方法（Dardanoni，1999）建立职业流动矩阵，将纯农就业阶层、非稳定

的兼业阶层住户作为低职业阶层，而将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住户作为高

职业阶层，表 2 和表 3 给出了样本住户在 1990～2000 年和 2000～2010 年两个阶段的职业流动矩阵。

根据表 2 和表 3，非稳定的兼业阶层具有最活跃的职业流动性：在第 1 阶段（1990～2000 年），保持

在原层级的住户比例仅为 47.7%，超过一半的住户实现了向上或向下的流动；在第 2 阶段（2000～

2010 年），有 47.5%保持在原层级，27.8%实现了向下流动，24.7%实现了向上流动。纯农就业阶层

住户在农村的比例并不高，但也有 40%实现了向上流动。与之相对应，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最不活

跃，在两个时段内分别有高达 69.9% 和 72.9%比例的住户维持在原层级，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也分别有 67.4% 和 63.5%比例的住户维持在原层级。因此，低层级特别是非稳定的兼业阶层具有极

强的向上流动性，与此同时，正是由于其非稳定性，非稳定的兼业阶层住户也很容易向下流动，导

致低职业阶层群体之间的变动较为频繁。 

表 2                          1990～2000 年样本住户的职业流动矩阵（一） 

职业阶层分类 纯农就业阶层 非稳定的兼业阶层 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 
企业主及社会 

管理者阶层 

纯农就业阶层 0.587 0.290 0.110 0.013 

非稳定的兼业阶层 0.245 0.477 0.252 0.026 

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 0 0.262 0.699 0.039 

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0 0.125 0.201 0.674 

表 3                          2000～2010 年样本住户的职业流动矩阵（二） 

职业阶层分类 纯农就业阶层 非稳定的兼业阶层 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 
企业主及社会 

管理者阶层 

纯农就业阶层 0.635 0.256 0.101 0.008 

非稳定的兼业阶层 0.278 0.475 0.229 0.018 

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 0 0.110 0.729 0.161 

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0 0.188 0.177 0.635 

表 4 列出了样本住户职业流动情况的汇总。根据表 4，第 2 阶段低职业阶层向上流动的程度明

显低于第 1 阶段，在第 1 阶段，41.3%的纯农就业阶层住户、27.8%的非稳定的兼业阶层住户实现了

向上的职业流动，而到了第 2 阶段，只有 36.5%的纯农就业阶层住户、24.7%的非稳定的兼业阶层住

户实现了向上的职业流动。同时，在样本住户中，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在两个阶段都没有流动到纯农就业阶层。这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职业的差异性开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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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职业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可能正在变窄。 

表 4                               样本住户职业流动情况汇总 

纯农就业阶层 非稳定的兼业阶层 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 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时段 

向上 向下 向上 向下 向上 向下 向上 向下 

1990～2000 年 0.413 0 0.278 0.245 0.039 0.262 0 0.326 

2000～2010 年 0.365 0 0.247 0.278 0.161 0.110 0 0.375 

四、住户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经济计量分析 

本文这一部分运用概率选择模型对住户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经济计量分析。设样本住户职

业流动状况为被解释变量 y 。样本住户流动到某一职业阶层时， y 取值为 1；否则， y 取值为 0。

影响样本住户职业流动的解释变量向量（包括家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等因素）为 itX ，

可以分别采用面板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具体应该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需要通过

Hausman 检验来判断。从 Hausman 检验结果来看，本文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模型，

从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当个体效应 i 为固定效应时，对于给定 itX ，住户流动到某一阶层的概率

itP 可由下式得到： 

        [ 1| ] exp( ) / [1 exp( )]it it it i it i itP y X X X                    （1） 

（1）式中， 表示与解释变量向量 itX 相对应的系数估计值向量，i 表示样本住户，t 表示时

期。具体估计结果详见表 5 和表 6。 

（一）低职业阶层住户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经济计量分析 

表 5 显示，对纯农就业阶层的住户来说，家庭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核心劳动力人力资

本相关变量对其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核心劳动力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接

受过职业培训都有利于其实现向非稳定的兼业阶层和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流动。对向企业主或社会

管理者阶层流动来说，家庭人力资本的效应并不显著，而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也说明，对低职业阶层农户来说，实现这种变动非常困难，职业流动的关键是人力资本以外的因

素。非稳定的兼业阶层农户是样本中占比例最大、职业流动最活跃的农户。 

表 5                    低职业阶层住户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 Logit 模型估计结果 

原阶层为纯农就业阶层 

 
是否流动到非稳 

定的兼业阶层？ 

（是=1，否=0） 

是否流动到稳定的 

非农就业阶层？ 

（是=1，否=0） 

是否流动到企业主 

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是=1，否=0） 

截距项 -3.742（-1.98） -6.743（-2.46） -3.353（-2.75） 

家庭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0.257*（-1.84） 0.421**（-2.77） 0.226（1.66） 

核心劳动力工作经验（年） 0.247**（-2.75） 0.279**（-2.72） 0.451**（-2.81）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是

=1，否=0） 

0.198*（-1.99） 0.558**（-4.14） 0.212（1.22）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职业培训（是=1，否

=0） 

0.298**（-3.23） 0.298**（-2.37） 0.219（-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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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物质资本（万元） 0.012（0.097） 0.022（0.102） 0.505**（3.77） 

社会资本（人） 0.267（1.56） 0.279*（2.01） 0.681*（2.08） 

似然比检验    

  2  76.23 66.31 81.29 

  显著性水平 0.000 0.000 0.000 

Hausman 检验    

  2 (6) 7.66 6.99 8.14 

  Prob＞ 2  0.000 0.000 0.000 

对数似然值 431.23 479.12 512.33 

原阶层为非稳定的兼业阶层  

是否流动到纯农 

就业阶层？ 

（是=1，否=0） 

是否流动到稳定的 

非农就业阶层？ 

（是=1，否=0） 

是否流动到企业主 

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是=1，否=0） 

截距项 2.654（-1.32） -3.432（-1.65） 2.418（-1.22） 

家庭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0.113（-1.36） 0.442**（-3.77） 0.117（1.55） 

核心劳动力工作经验（年） -0.104*（-1.93） 0.575**（-3.74） 0.179*（-1.8）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是

=1，否=0） 

-0.311*（-1.85） 0.479**（-3.07） 0.108*（-2.23）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职业培训（是=1，否

=0） 

-0.365**（-3.35） 0.417**（-3.19） 0.099（1.02） 

物质资本（万元） -0.103（0.98） 0.044（0.99） 0.598**（3.54） 

社会资本（人） -0.112（-0.44） 0.323*（1.96） 0.406*（2.13） 

似然比检验    

  2  96.26 87.122 55.3 

  显著性水平 0.000 0.000 0.000 

Hausman 检验    

  2 (6) 6.16 7.90 8.14 

  Prob＞ 2  0.000 0.000 0.000 

对数似然值 389.72 698.65 221.13 

注： **、*分别表示在 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 z 检验值。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看，家庭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对非稳定的兼业阶层住户向下流动影响

并不显著，核心劳动力工作经验、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和接受过职业培训则有利于阻止其向下流

动。同时，家庭人力资本对其实现向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流动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无论是家庭成

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还是核心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都有利于推动非稳定的兼业阶层

住户向稳定的非农职业阶层流动。因此，对低职业阶层农户来说，要实现向稳定的职业阶层流动，

包括教育和培训在内的提升家庭人力资本水平的策略非常重要。 

（二）高职业阶层住户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经济计量分析 

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是所有阶层中最稳定的职业阶层，该阶层住户的家庭收入和社会关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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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已经脱离了农业，样本住户家庭中部分成员通过迁移甚至已经脱离了农村社区。稳定的非农就业

阶层住户一般具有专业知识或技能，劳动分工不断细化和专业化导致了一套系统的以技术等级或专

业化程度为基础的职业分化体系，由于专业化程度高的职业往往获得越来越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声

望，因而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在所有职业阶层中是最稳定的，在样本中几乎没有向纯农就业阶层流

动的住户。在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向非稳定的兼业阶层流动的影响因素中，核心劳动力工作经验和

接受过职业培训起到负向作用，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对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实现向上流动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来说，家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均有利于

其向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流动，但当其向非稳定的兼业阶层流动时，人力资本各变量的影响并不显

著，而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起到了有效的抑制作用。 

表 6                  高职业阶层住户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 Logit 模型估计结果 

原阶层为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 原阶层为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是否流动到非稳定

的兼业阶层？ 

（是=1，否=0） 

是否流动到企业主及

社会管理者阶层？ 

（是=1，否=0） 

是否流动到非稳

定的兼业阶层？ 

（是=1，否=0） 

是否流动到稳定的

非农就业阶层？ 

（是=1，否=0） 

截距项 -1.844（-1.02） 4.265（2.36） -4.012（-4.322） -4.923（3.76） 

家庭成年劳动力平均受

教育年限（年） 

-0.097（-1.01） 0.283**（2.33） -0.035（0.16） 0.283**（2.33） 

核心劳动力工作经验

（年） 

-0.133*（1.88） 0.349**（3.21） 0.008（0.16） 0.345**（2.77）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高中

及以上教育（是=1，否

=0） 

-0.114（-1.22） 0.178*（1.89） -0.117（1.69） 0.178*（1.89） 

核心劳动力接受职业培

训（是=1，否=0） 

-0.244*（1.92） 0.001（0.03） 0.121（1.77） 0.121（1.63） 

物质资本（万元） -0.033（-0.77） 0.501**（3.66） -0.261*（2.44） 0.501**（3.66） 

社会资本（人） -0.068（-1.10） 0.343**（3.01） -0.123*（1.98） 0.343**（3.01） 

似然比检验     

  2  65.55 77.57 48.09 39.12 

  显著性水平 0.000 0.000 0.000 0.000 

Hausman 检验     

  2 (6) 7.22 8.76 7.15 9.11 

  Prob＞ 2  0.000 0.000 0.000 0.000 

对数似然值 456.17 362.17 433.19 421.52 

注： **、*分别表示在 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 z 检验值。 

五、家庭人力资本影响住户职业流动的边际效应分析 

上文运用面板 Logit 模型分析了住户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下面利用表 5 和表 6

中的估计结果计算各变量对住户职业流动概率的边际效应，考察哪些因素在职业阶层流动中起到了

重要作用，这些因素是阻碍还是促进了职业阶层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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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人力资本对职业阶层流动概率的边际效应 

表 7 列出了各种影响因素对于低职业阶层住户职业流动概率的边际效应。根据表 7，对纯农就

业阶层和非稳定的兼业阶层来说，他们向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其核心劳动力

是否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其边际效应分别达到了 0.334 和 0.342，高于其他因素。但是，学历教

育并不是影响住户职业流动的唯一重要因素，核心劳动力是否接受过职业培训是纯农就业阶层住户

向非稳定的兼业阶层流动的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其边际效应达到 0.396；在非稳定的兼业阶层的向

上流动中，核心劳动力是否接受过职业培训也起着重要作用，其边际效应为 0.351。家庭人力资本不

仅起到了促进低职业阶层住户实现向上职业流动的作用，同时还会阻止较高职业阶层住户发生向下

的职业流动。根据表 7，核心劳动力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和接受过职业培训对非稳定的兼业阶层

向下流动到纯农就业阶层的边际效应分别是-0.275 和-0.241。 

表 7                     解释变量对低职业阶层住户职业流动概率的边际效应 

原阶层为纯农就业阶层 

 
是否流动到非稳

定的兼业阶层？

（是=1，否=0）

是否流动到稳定的

非农就业阶层？

（是=1，否=0） 

是否流动到企业主及

社会管理者阶层？ 

（是=1，否=0） 

家庭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0.119 0.201 — 

核心劳动力工作经验（年） 0.207 0.102 0.278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是=1，否=0） 0.256 0.334 —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职业培训（是=1，否=0） 0.396 0.359 — 

物质资本（万元） — — 0.233 

社会资本（人） — 0.112 0.398 

原阶层为非稳定的兼业阶层 

 
是否流动到纯农

就业阶层？ 

（是=1，否=0）

是否流动到稳定的

非农就业阶层？ 

（是=1，否=0） 

是否流动到企业主及

社会管理者阶层？ 

（是=1，否=0） 

家庭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 0.114 — 

核心劳动力工作经验（年） -0.154 0.145 0.117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是=1，否=0） -0.275 0.342 0.112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职业培训（是=1，否=0） -0.241 0.351 — 

物质资本（万元） — — 0.365 

社会资本（人） — 0.104 0.378 

注：由于部分变量的 Logit 模型估计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再计算其边际效应，用“—”表示。 

表 8 列出了各种影响因素对于高职业阶层住户职业流动概率的边际效应。根据表 8，稳定的非

农就业阶层要实现向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向上流动，家庭所拥有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成为

了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边际效应分别为 0.699 和 0.388；家庭人力资本的作用则相对较小，但核心

劳动力工作经验和核心劳动力接受过培训却可以有效阻止其向下流动到非稳定的兼业阶层。对企业

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来说，较高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起到了阻止其向下流动到非稳定的兼业阶层

的作用，但是，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住户要流动到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仍然需要人力资本、

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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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解释变量对高职业阶层住户职业流动概率的边际效应 

原阶层为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 原阶层为企业主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是否流动到非稳定

的兼业阶层？ 

（是=1，否=0） 

是否流动到企业主 

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是=1，否=0） 

是否流动到非稳定 

的兼业阶层？ 

（是=1，否=0） 

是否流动到稳定的

非农就业阶层？ 

（是=1，否=0） 

家庭成年劳动力平均受

教育年限（年） 

— 

 

0.321 

 

— 

 

0.313 

 

核心劳动力工作经验

（年） 

-0.217 

 

0.212 

 

— 

 

0.377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高中

及以上教育（是=1，否=0）

— 

 

0.094 

 

— 

 

0.271 

 

核心劳动力接受过职业

培训（是=1，否=0） 

-0.378 

 

— 

 

— 

 

— 

 

物质资本（万元） — 0.699 -0.309 0.229 

社会资本（人） — 0.388 -0.149 0.166 

注：由于部分变量的 Logit 估计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再计算其边际效应，用“—”表示。 

（二）进一步的探讨 

家庭核心劳动力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之所以能成为低职业阶层住户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影

响因素之一，可以从信号筛选理论得出相关的解释。根据信号筛选理论，一个人的能力与获得信号

所需花费的成本成反比，能力较高的人支付较低的成本就可以获得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因而受教育

水平是反映个人能力大小的有效信号，是雇主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鉴别求职者能力，并对他们进行

筛选的一种有效依据。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稳定的非农就业一般对求职者工作能力有更高的

要求，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受教育水平往往成为选拔求职者的重要依据。张林秀等（2000）研

究发现，雇主在选择雇员时会给予受过较高水平教育的人以更多的就业机会。在过去的 20 年中，中

国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6.142 年上升到 8.401 年，农村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为低职业阶层的向

上流动提供了重要机遇。 

与此同时，职业培训在农村住户职业流动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学历教育，接受过职业培训成为

低职业阶层住户实现向稳定的非农就业阶层流动的最重要影响因素。这可以从人力资本理论得到解

释。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和培训能提高人的认知能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边际产出。更高的

职业对劳动力有更高的学历和技能要求，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者更能够获得就业机会，从

而实现向上流动。农村住户从低端职业阶层向高端非农就业阶层流动就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从事农业的劳动力逐

步减少，非农就业的劳动力逐步增加，非农部门对劳动者人力资本的需求也增加。相对而言，职业

培训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比学历教育更明显，因而成为促进农业劳动者向兼业阶层流动的最重要因

素。对于低职业阶层住户来说，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或职业技术培训是实现其职业向上流动的主

要途径。反之，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家庭由于对教育的投资不充分，可能陷入Azariads and Drazen（1990）

强调的低发展陷阱，从而很难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随着中国教育的分层化发展，多层次的教育体

系日益显现出其社会意义，发展针对农村居民的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对推进其向上的职业流动具有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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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结 

基于上海财经大学“教育发展与社会分层”课题组 2011 年 8 月在江苏省扬州市卸甲镇农村社

区所做的住户调查，本文考察了 20 年来农村住户的职业流动状况，对影响农村住户职业流动的家庭

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因素进行了经济计量分析，并对各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进行了比

较分析。本文研究主要得到如下结论：首先，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样本住户的职业流动比较

活跃，其中，非稳定的兼业阶层具有最强的职业流动性；其次，对于低职业阶层来说，人力资本对

于其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具有最重要的影响，但对于高职业阶层来说，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

则相对较强。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了促进农村居民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应当大力发展农村教

育事业；同时，农村教育也要积极实现从单一的学历教育向包括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在内的多层次

教育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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